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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 宏觀、微觀及中程之分析（修訂稿） 

黃洪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前言 

香港的階級研究 

階級研究在西方及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中均佔一重要席位，相對而言，香港的

階級研究或階級分析可說是仍處於「低度發展」的局面。無論是香港本土學者或

外國學者以香港的階級作為對象的研究不多，亦較少以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研究香

港社會發展1。但在本地少數的階級研究中，其對象、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有

一些共同的特點。 

首先在對象方面，香港多集對中產階級的研究，但卻很少關注勞工階級的情

況。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地社會學研究迅速發展，但大部分學者卻很少以階級為

研究對象，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多著眼於解釋港人非政治化。及至八十年代中期，

有關本地的階級的社會學討論才真正開始，張炳良、呂大樂與陳文鴻等人在明報

月刊展開了有關香港中產階級的爭論(張炳良等 1988)。他們主要是引介西方階級

分析理論來分析中產階級的形成，爭論的焦點在於中產階級能否有共同的階級意

                                                 
1  本地學者少數的階級研究見內文。而外國學者如 Deyo(1989)所應用的階級理論,則過於宏

觀而其目的亦是分析東亞地區而非香港獨特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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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及行動，及對中產階級政治前景有不同的分析。這些研究的特點在於其現實政

治意義，不少討論者本身是中產階級參政的身體力行者2。所以有關討論　重於

分析階級的意識及行動，亦　重於討論的現實作用。但由於這種現實導向，令有

關討論過於集中地討論中產階級的處境，而忽視將中產階級放回香港整體的階級

結構去檢視，亦較少討論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以及與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另一

方面，中產階級成為香港階級研究的主要對象，反而人數眾多的勞工階級則未能

吸引學者的注意。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階級研究由現實傾向轉為學術傾向，討論亦由引介西方

階級分析理論，轉移到實證的研究，有關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本地的階級結構及

組成。大部分研究不約而同將重點放在階級流動(Class Mobility)對階級結構(Class 

Structure)的影響(Wong and Lui 1992a, 1992b, 1993, 1994 ; Tsang 1992, 1994; Chan 

1995)。這群年青學者的另一共同特點是其理論多採納韋伯學　(Weberian)的階級

分析3，方法學上則以定量方法為主，他們對階級或社會流動的操作定義是兩代

之間職業變化所代表的隔代(intergenerational)流動。這些研究的主要爭論在於香

港社會的開放程度，不同階級間的流動性，以及能否形成階級之間的分界及穩定

的階級結構。這部份研究無疑在理論、方法及分析上均比八十年代的階級研究更

細緻和嚴謹。但過於單一的角度和理論的階級分析，令九十年代的階級研究少了

                                                 
2  這場討論的參與者多是當時論政組織「匯點」的成員。 

3   Tsang (1992) 及 Wong & Lui (1994)均明確表明本身之研究是基於韋伯學派的階級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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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那種百家爭鳴的氣氛。 

九十年代初的階級研究的不足在於在理論上只集中韋伯學派而勿視馬克思

主義尤其是新馬克思主義的分析4，而在方法學上強調大型的問卷調查，而缺少

細緻的素質研究 , ，未能了解複雜的階級意識及行動以及階級形成 (Class 

Formation)的歷史的形成過程5，而且就算是分析階級流動的情況，現代資本主義

社會的急速變化，個人本身的階級流動（同代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對階級的形成比隔代流動對其本身的階級意識及行動應有更大的影響 (Beatrice 

& Thompson 1997)。6 

除了上述以宏觀結構分析為主的階級流動研究外，亦有少數學者以素質分析

的方法以微觀角度來分析家庭與階級觀念的互動(Salaff 1981)，及勞動過程中如

何製造勞工階級的共識(Lee 1995)。亦有學者嘗試以過程導向(Processal Approach)

而非結構導向的角度來理解香港的階級早期的形成(Chan 1991)。但這類微觀研究

由於數量較少，研究亦集中於階級分析的某一側面或某一歷史時期。所以微觀的

                                                 
4  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西方左翼理論雖然處於低潮，但對於階級理論仍有不少發展。如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 Westergaad(1995) 分析福利國家形成對勞工階級的形響。新馬克思主義
Wright(1996) 則重新建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理論及階級形成。 

5  E.P. Thompson (1977)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便是強調階級形成是一歷史
過程，而階級並不是抽象階級結構中的位置。Wright (1997)稱這類階級分析為過程導向
(processal approach)是與結構導向(structural approach)同是階級分析的兩大類別角度。 

6  呂大樂、梁懿剛及王志錚(1998)有關香港及台灣的階級認同及階級意識的研究亦指出「同
代社會流動」比「隔代社會流動」對被訪者的階級意識有更大的影響。這亦支持 Beatrice & 

Thompson (1997)的基本觀點以個人的工作及生命　史(work and life history)來考察階級流
動和階級意識的關係，比以隔代社會流動來代表的抽象階級結構更有說服及洞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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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分析出現很多歷史及分析上的空白，而其中較重要的空白則是如何透過中層

(meso level)的分析例如社會組織的變化，以連結宏觀及微觀的分析7。 

本文概要 

本文希望能填補上述香港階級研究的某些空白點，由於作者的水平有限，內

容不免粗疏，希望讀者能夠指正。首先，本文分析的對象集中於香港的勞工階級

而非中產階級；其次在方法上以素質分析的口述歷史為主8，並結合宏觀的結構

分析；在分析上則強調以中程的角度－社會組織的變化－來分析勞工階級「形成」

(或更準確地說「受干擾的形成」)的歷史過程。最後，本文對階級流動的分析中

集中於同代階級流動對而非隔代階級流動對階級形成的影響。 

本文的階級分析架構基本上參考了 Wright (1996)提出的宏觀及微觀階級分

析架構9,但會以香港的實際情況說明不同階級位置、階級意識及階級行動之間的

                                                 
7  有關階級分析的中程角度才參考 Wilson(1987)的分析方法。Wilson 結合宏觀的經濟姞構變

遷與微觀的個人回應,但集中在社區中社區組織的變化來考察芝加哥黑人貧民窟的形成。 

 

8  本文的口述歷史過案取材於本人的博士論文（Wong 1999）之研究，有關論文原是比較香
港及英國的邊緣勞工。由於論述及篇幅關係，本文集中香港勞工階級形成的分析，而不會
作比較之分析。 

9  Wright 對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定義是「在階級結構中集體有組熾的社會力量的形成

而目的是維護階級利益」(1996: 379)。Wright 指出階級形成並不指這階級必定繼承有革命

的傾向。他指出階級形成可以強或弱，可以是統一可以是分散，可以是革命、反革命或是

改良。不單是正規的組織如政黨、工會是階級組成的例子，任何為階級利益而進行的集體

行動均可視為階級組成。所以處於不同階級位置或不同階級的社會力量可能會有團結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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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擴展了 Wright 原有的架構。筆者提出香港勞工階級的分析可以分為宏觀、

微觀及中程三個層面，而三者是互為影響的（有關分析架構可參看圖一） 

由於篇幅及論述上的需要，本文將集中於分析階級流動對階級形成的影響。

在宏觀的層面集中對不斷的新來者令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到干擾。而在微觀層

次，則集中討論香港工人的高度向上以及向下的流動性，使工人出現不確定

(uncertain)的階級位置。中程角度則指出香港工會組織者的消失及缺乏，令工人

缺乏在工場的組織及鬥爭經驗。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均令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干

擾。 

 

                                                                                                                                            

動。因此階級形成的概念包含著階級聯盟及階級內部的組織。.本文的階級形成的看法基本

上沿用 Wright 的定義。所以視在生命歷程及階級結盟與工人階級息息相關的非正規經濟

或傳統經濟的工人是工人階級內部的一部分,而非視/他她為非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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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香港宏觀、中程及微觀的階級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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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擾的階級形成:宏觀分析 

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可說是一個受不斷干擾而從未完成的過程。其中最重要

的干擾因素是不斷有新來者加入成為香港工人的一部分。在四十年代後期、六十

年代初期及七十年代後期有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八十年代開始有大量亞洲

家庭傭工加入，至九十年代再有新移民家庭經團聚來港、外來勞工及非法勞工的

出現。更重要的是這些香港勞工階級的新來者通常佔據著勞工階級中最脆弱的經

濟位置，而對那些原本佔據這些最低層位置的先來者產生替代的作用。這些來自

中國的「最新」移民，其階級位置及處境與西方國家中的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的情況相近，由於被排斥這些新移民不能完全融入本地的勞工階級

中。而亞洲外傭、合法及非法外勞更因政府的入境政策防止其在港落地生根，加

上其客藉勞工或地下經濟活動的身份，令他／她們的社會及經濟位置有別於本地

工人，所以很困難與其他工人組成有機的勞工階級。 

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干預的另一原因是滲透性的階級結構。不少工人作為生

存策略或為增加本身的利益而變成自僱者或小老板，他／她們在香港安頓及有一

定積蓄後，在家庭的協助下便開辦小企業。他們「不確定」的階級位置以及波動

的階級流動經驗，防礙這些早期移民發展出激進的勞工階級意識，反而發展出一

套「不定形」的階級意識。微觀層次中個人不確定的階級位置亦形成為宏觀層次

中社會滲透性(Permeable)的階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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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的新來者 

不同年代的中國移民 

在 1941 之前中國人經常將香港視為逃避戰亂或災害的地方。由 1945 至 1949

年間, 有約一百三十萬人為逃避中國內戰由中國遷移到香港。令香港的人口在

1950 年尾達到差不多二百五十萬人(Youngson 1983)。這些難民，尤其是四十年

代末由上海來港的，為香港帶來工業所需的資本、經驗及專才。由上海來的資本

家將他們在上海的紡織機器搬來香港，並在香港設立大型紗廠，令香港的製造業

正式起步 (Lui and Wong 1994)。但這些上海資本及技術勞工的數目相對較少，人

數更多的是香港附近的廣東省湧入的廣東人。這些廣東人大部分是農民背景，而

缺少工廠生產的經驗。所以他們初到香港時找工作很困難。所以香港的失業率在

1950 年高達 25%,而在 1954 年亦達到 12.2% (England 1986)。大量低薪工人的供

應提供了香港製造業發展的基礎。由於製造業在五十年代末起飛，而中國停止有

大量移民來港，在五十年代末期，香港的僱主經己訴出現勞工短缺。在 1961 年

人口普查中只錄得 1.7%的失業率(England 1986)。 

六十年代初，中國進入大躍進時期，同時發生嚴重的天然災害。為逃避飢荒

及經濟困難，大量廣東省的農民及工人偷渡來港。在 1961 至 1963 年三年困難時

期有差不多十六萬新移民由中國來港(Sit 1981 Table 1.2)。與四十年代末的難民相

比，這一代的中國移民的目的是要求生存，而非追求政治穩定。由於經歷經濟困

難的背景及經驗，令這些移民有強烈工具性及求生存的意識。他／她們願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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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僱主提供的工作以求生存，同時勤力地工作希望可以脫離貧窮。這正好為香

港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大量現成的勞工。及至 1967 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爆

發，一方面國內年青人熱衷於國內的政治運動，而另一方面在 67 暴動之後，香

港經濟發展減慢，從中國偷渡來港的熱潮稍減。 

但到七十年代初，國內的政治形勢逐步安頓，香港的經濟又再復甦，國內來

港的偷渡潮又再次出現。在 1974 年經己有超過 27,000 名非法移民進入香港。香

港政府開始憂慮大量移民會增加社會服務的需求。港府遂實施一「抵壘政策」，

首次提出會遣返未能進入市區的中國非法入境者。但有關政策只有短期功效。在

1978 年, 成功逃避追捕而成功「抵壘」的人數突然增加至 30,000 人, 而在 1979

年更大幅增加至 197,600 人，而在 1980 年頭十個月人數經己達 150,000 人。  

在 1980 年, 港府取消「抵壘政策」並將所有非法入境者遣返中國。由 1976

年至 1981 年五年間, 由中國到港的合法及非法移民合計共達 480,000 人等於在

1976 年香港人口的十分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移民主要是年青的男性。約 76%

的非法入境者是男性，當中九成的年紀是 15 至 34 歲。他們的失業率只有 3.4%

比本地人口 4.0%的失業率還要低。原因可能是新移民願意接受比本地人較低技

術水平的職位。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83). 1981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

有起過七成(73.9%)新移民從事非技術體力勞動的職位，約有六成(57%)在製造業

工作。這顯示這一代的新移民再次成為製造業的新力軍，八十年代香港房地產市

亦迅速發展，亦吸納了不少新移民加入建造業。但無論在製造業或建造業,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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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集中在低技術或勞動強度最高的工種，反而本地出生的男工多擔任技術及半技

術的職位，八十年代的新移民工人明顯處於香港勞工階級的最底層。 

自取消抵壘政策以後，八十年代來港的新移民多是來港家庭團聚的兒童及婦

女，每年來港的人數受單程証的數目所限制，大約在三萬人之下。及至九十年代

初，由於沒有大量的新移民供應，香港僱主又再次投訴勞工出現嚴重的短缺。但

政府並不同意放寬入境的限制，而是同意設立多項的輸入外勞計劃，吸納主要是

國內的勞工。在 1992 年設立的一般輸入外勞計劃，容許最多 25,000 名督導、技

術及技工級的勞工來港工作。雖然法例規定外勞能享有本地工人工資中位數的最

低工資，但不少僱主並未遵循有關規定。不少外勞投訴未能獲得法定的最低工

資。而另一方面，本地工人則經常投訴外勞「打爛工人飯碗」，認為自計劃實施

後本地工人的工資及工作機會下降。 

另一輸入外勞計劃是機場外勞計劃。在 1990 年最初的限額只有 2000 人，到

1994 年增至 17,000 人而到 1996 年更增至 27,000 人。自 1994 年起這計劃對本地

建造業造成很大的打擊。很多本地建造業工人突然發現自己變成失業或開工不

足。而這些機場外勞實際的工資只有本地工人四至五成的工資。由於本地工人及

工會均全力反對政府及資方輸入外來勞工，認為這些外勞搶去本地勞工的「飯

碗」，所以很易造成本地勞工與外勞的分化。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外勞均以客藉

勞工(guest worker)的形式輸入，合約完成後必須離開香港。所以令這些外來勞工

難以融入本地的勞工階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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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合法輸入的外地勞工之外，部份僱主尤其是建造業的僱主更聘請非法入境

或逾期居留的黑市勞工。這些地盤的黑市外勞只有本地工人四分一至五分一之工

資，他們明顯受到嚴重剝削。有些僱主甚至在發薪日之前告發他們，令這些黑市

勞工被捕便可以逃避支薪，這些勞工黑市居民的身份亦令他們難以作出任何抗

爭。在 1993 至 1996 年共有 50,000 名非法入境者及逾期居留者被捕(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17, 1997)。相信仍有其他更多的非法入境及逾期居留者成

功逃過警方的截查而成為黑市居民。這些黑市勞工成為九十年代勞工階級的新來

者，由於缺少正式的公民權，令這些勞工心須接納低微的工資及令他們完全不受

香港勞工法例所保障。這些黑市勞工佔據著勞工階級中經濟及政治最脆弱的位

置。 

不同年代來港的移民勞工可能有不同原因或目的，但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在來

港初期均處於勞工階級中最底層的位置，令原先處於這位置的前移民勞工有機會

向上升，改善本身的經濟條件。不斷的新來者令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不斷受到干

擾，勞工階級內部未能沉澱，形成穩定的結構。 

不確定的階級位置:微觀分析 

除了不斷的新來者令勞工階級內部未有穩定的結構外，工人本身不確定的階

級位置亦構成滲透性的階級結構。不同年代、不同性別的勞工其階級位置不確定

的原因亦不盡相同。第一代工人尤其是女工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並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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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這些女工可能會由現代的工廠女工重回傳統的家庭傭工，或繼續維持在非

正規的經濟中。而對於大部分的男性，則是他們容易向上及向下流動的職業變

遷，令他們未有確定的階級位置。 

以下我將從微觀的層面觀察戰後第一代女工階級位置的轉變，三個女性的工

作歷史表明女性成為勞工階級的過程很可能出現曲折反覆，她們其中一人由「現

代」工人退回成為「傳統」的女傭，而另一人長期維持在非正規經濟之中而成為

自僱者，只有一女性較順利成為勞工階級的一部分。 

由絲織女工成為家庭傭工:自梳女的工作歷史 

早於二十年代在廣東順德一帶經已出現人數眾多的年青絲織女工。絲織工廠

的出現令當時的年青職女脫離農民的行列成為勞工階級。雖然這些女工變成工人

只有很短的歷史，但仍表現出一定勞工階級的鬥爭性。當她們要求加薪的要求不

被僱主接納時,她們曾組織罷工表示不滿（Howard and Buswell 1925）。另一方面

不少女工由於本身工資較高，比其他農村男性有較佳的階級位置，令她們有條件

去挑戰性別間的專權。她們拒絕傳統的婚姻，而選擇成為自梳女，承諾終生過獨

身的生活（Smedley 1978; Salaff;1981; Topley 1975)。 

這是我的選擇 

八姨(個案 11, 女/8110)於 1914 年在順德出生。十八歲時八姨成為絲綢織工。

                                                 
10  資料提供者的年齡是他／她們在 1996 年被訪時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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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工廠的工作相當辛苦，但賺取工資令這些年青女工的想法有別於其他的中國

婦女。工廠女工的工資比農民家庭中無酬的勞動令她們可必要的經濟獨立條件去

反抗男權社會。這些年青女工選擇「梳起」成為自梳女，承諾終生不嫁。她們成

為受薪勞工使她們勇於向傳統的家庭中要求更多的自由。 

八姨：「我們在十多歲時便決定梳起不嫁。那時我正在工廠中織絲．．．你知，我當時

賺到錢，真不錯，能夠有十四至十五元一個月。當時來說是大數目。所以無需

要給人管，我不想給人管。」 

八姨在順德的工廠生活一直順利，直至抗日戰爭時被迫停止。為逃避戰火八

姨首先逃去香港，香港淪陷後又再逃去梅縣。和平後八姨回順德，在這短暫的和

平時期她當回絲織女工。但在 1949 年她再次遭遇內戰的戰火，八姨唯有再一次

逃到香港。她到香港後仍然希望成為工廠工人，以她曾當工人的經驗，她成功在

一編織毛巾被的工廠找到工作。她對當工廠工人的生活感到滿意。但好景不常，

到韓戰爆發時，由於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毛巾被廠由於沒有訂單。八姨被裁減。

她嘗試到其他工廠尋找工作，其他工廠一是沒有訂單，二是改為更機械化操作，

因此她便不能找到工廠的職位。為了生存，八姨必須尋找另一職位，她結束她多

年的工人生活而成為家庭女傭，但這並非她真正的意願。 

八姨：「你知，實際上在織被時我可以賺到不少錢。那時真好，但我們韓戰時由於無訂

單，工廠無東西可以再織，我就去打住家工。你知，我憎替人打住家工。非常

多工夫，又辛苦，又被縛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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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傭受壓迫的位置 

自梳女希望單身是由於她們不想被男性、家庭及家務所束縛，但弔詭的是成

為女傭後這些自梳女實際上被僱主（不單是男性還有女性戶主），被一間屋（不

是一個家）及更多的家務勞動所束縛。實際上女傭的的階級位置比起工廠及商店

中的女工更受壓迫。 

八姨的經歷說明多次的戰爭如何干擾香港本地勞工階級的形成。原先具有先

進意識的女絲識工人有決心成為單身女性及反抗性別的壓迫。她們希望得到自

由，「不被縛住」所以自然地她們希望在工廠中工作而不是成為家庭傭工。但由

於社會經濟結構急速的轉變：戰爭的干擾、美國的禁運、及勞動過程的轉變令她

們不能再在工廠中工作。這些自梳女發現她們陷入困境，大部分只能找到傭工的

工作。她們的階級位置亦由勞工階級回到傳統經濟中的「僕人」位置。 

大量自梳女集中成為家庭傭工亦顯示出她們的性別位置是她們階級位置的

排列機制（sorting mechanism）。自梳女是少數成年女性而無有已婚女性的家庭責

任。她們的勞動力(labour power)在某一程度上比己婚女性更「自由」。而且由於

被家庭所排斥，她們需要尋找由僱主提供住宿及膳食的工作來減低生活開支。所

以，她們較已婚女性更有可能成為家庭傭工。 



第二屆華人社會階層研究研討會 

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  黃洪 22/10/1999 頁15 

非正規經濟：現代經濟的大後方 

生存策略：成為街頭小販 

一九四五後香港原有的現代經濟部門並不能吸納大量進入香港移民。很多失

業的移民遂成為街頭小販。在一九四七年估計當時的小販數目高達四萬至七萬人

(McGee 1973: 42)。這些小販主要售賣食物，有些將原料變成食品，有些則從合

法或非法的食物工場購買成品或非製成品。另一些小販則從工廠中得到貨源，售

賣樣板、次貨及生產過多的成衣及家庭用品。 

這些小販非常受低下層市民歡迎，因為就近方便及價格低廉。小販的低廉貨

品降低了勞工階級的生活消費，亦為老弱人士提供工作的機會作為福利來源

(McGee 1973: 37-38)。Portes and Castells (1989)強調強調非正規部門對降低現代

部門中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有重要的貢獻。 

非正規經濟工人:金 

金 (個案 08, 女/61, ) 在 1935 年於香港出生。她的母親及祖母以養豬為生。

她的父親吸食鴉片，所以從不工作。戰前她們居住在北角的山邊木屋並在旁邊養

豬。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使金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亦令她們結朿了小豬場回

大陸。和平後，她們回到香港。為維持生計，金唯有從事非正規經濟。金最初成

為小販，期後成為城市中的小農再次養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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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小販 

金: 「那時我們的家在地下，我們便在家門口擺檔賣漁。我負責計重量及將魚包好。

我們要工作很長的時間，但收入很少。但賣魚的收入令我們可以再次買回一隻

小豬，我們便在家中的天井養起豬來。」 

非正規經濟其實並不是完全不受政府的管理，作為非法小販，她們經常「走

鬼」，否則會被檢控及罰款。由於多次被罰，金唯有被迫去申請小販牌照，改為

到較遠的地方去設一小檔賣生果。香港政府作為國家並非完全不管理非正規經

濟，而是有意識地容許非正規經濟存在而讓香港低下層能有生計。但是當資本有

需要時如要土地發展，國家便毫不猶疑地將非正規經濟部門掃除。但「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金再次到國家管不到的地方去，決定退回山邊養豬。這顯示非正規

經濟可以成為現代部門的大後方，令勞工階級在有需時可以有地方可以退卻。 

金: 「我們賣了兩三年的生果，但收入不多。由於政府要那塊地來發展，我們被迫

搬去另一地點擺檔，生意愈來愈差，我們唯有再次到山邊去養豬。我們在那裏

搭了一間木屋，佔用那裏的土地來養豬，那時無人會來管你。」 

在香港這樣人口密集的都市的山邊養豬，可算是不可思議。但正是這些非正

規經濟活動，才可以為大量與金一樣的家庭提計生計。當時非正規經濟對勞工階

級的產生起著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這些非正規經濟可以提供廉價的食品及貨物

供應，減低勞工的再生產成本，而在這例子中是廉價豬肉的供應，令僱主可以以

較低的工資聘請工人，有利於勞工階級的形成。但另一方面，非正規經濟為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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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提供了一個可以逃避成為勞工階級的避風港，令低下層可以成為自僱進行小商

品生產的小商小販或小農。金在不能養豬後改為協助家中理髮廳的工作二十多

年，到她五十歲時才正式第一次成為僱員去當校工。金的工作歷史顯示非正規經

濟的出現為勞工階級提供一個退卻的後方。 

第一代製造業女工:喜 

在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初，香港的主要經濟活動仍然是轉口貿易，所以只

能為女性勞工提供有限的空缺。在韓戰發生後，香港的出口導向的製造業才正式

起飛。從那時起，製造業便捲入大量的婦女成為工人。喜便是她們其中之一，她

可算是香港戰後第一代的製造業女工。 

喜(個案 04, 女/78)在 1917 年於廣東出生。她父親是一織絲工人，而母親則

養蠶。由喜十歲時經己當童工，協助父親織絲，她及父親各有自己的工資。但喜

父並不養家，只將自己的收入花在飲食及賭博。由於有這樣一個父親，喜與她的

母親的生活非常克苦。像同齡很多貧窮的女性一樣，喜在十多歲便到廣洲的親戚

家中當「妹仔」（女傭）。但她的工作歷史亦被抗日戰爭所打斷。 

喜在逃難往香港時認識了丈夫及結婚，大女亦在戰爭中出生。和平後，喜的

丈夫由於經常有病，所以斷斷續續地經常失業。但因為喜再次懷孕，而且在五十

年代並沒有很多適合女性的職位，喜唯有在家照顧子女。在 1960 年她第三次懷

孕，但當時製造業經己開始發展，加上家裏迫切的財政需要令喜首次成為正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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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工人。  

喜: 「雖然我經己懷孕，但由於丈夫失業，我去了一五金工場找工作。他們請了我。

我負責製造椅子及桌子的金屬腳。這是我第一次正式在工廠打工。」 

當喜的第三名子女—她的小女兒出生後，喜要照顧女兒唯有停止在工場的工

作，轉移到在非正規經濟中維生。她拿出熨斗及熨衫板到街上為附近木屋區的鄰

居熨衣服。當她小女兒六七歲時，她開始再到工廠中工作。她在非正規部門所學

到的熨衣服的技巧得以轉到正規部門之中，有一毛衫廠聘請她負責熨毛衣。  

喜與很多其他女工一樣，在這些工作環境惡劣的工廠中工作，很易得到職業

病。由於吸入熨毛衣時產生的蒸氣，喜感到不適，並得到了哮喘病。喜便轉到製

衣廠當包裝女工。 

但由於工資很低，喜需要以外發工的形式，將工作帶回家中來增加入息。喜

更要求大女兒協助她完成工作。不少製造業女工會在家庭中進行外發工作，並要

求家中子女協助。這種將勞動過程由工廠搬回家庭的做法，令工廠集體化的經驗

變得模糊，家中成為作坊的經驗與個體化的非正規經濟相近。外發工作令家庭成

為生產單位，令工人的階級位置由由工廠中的受僱者成為家庭中的包工，所以其

階級位置亦出現不確定的情況。 

喜: 「我的大女兒有時需要與我一起工作至凌晨一兩點。那些工作均是計件，但工

錢很低。而所有交通費或其他費用均是由我自己負擔，所以比起我在工廠中所

賺的還要少。但我仍然要這些工作，因為想賺多一點。所有入息用來支付家中

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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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姨、金、及喜均是在二三十代出生的女性，她們均屬於香港戰後第一代的

女工。她們這一代女工在五十年代為了維持生存，必須非常克苦地在「傳統」的

非正規經濟或傭工服務或在「現代」的製造業中工作。但這一代女工不少要在傳

統與現代中徘徊，亦在正規及非正規經濟部門之間不停轉換，而工廠工與外發工

的身份亦互相交替，因以她們的階級位置亦不確定。 

向上及向下的階級流動 

除了上述第一代女工階級位置的不確定外，香港男性工人亦有同樣的問題，

但原因有相同亦有不同之處。兩者相同的地方是這些男工與女工一樣為求生存亦

很容易變成自僱者，退回非正規經濟之中。但兩者亦有不同的原因，由於職業中

的性別分隔，男工通常較女工處於勞工階級中較佳的位置，同時亦比女工有較大

的可能性向上流動成為小廠家，所以男工的處境與女工亦有明顯分別。但要注意

的是與大多數研究所強調的向上流動假設不同，這些男工不單容易向上流動，提

升本身的地位和權威，同時亦很容易向下流動，失去原先的地位和尊嚴。這些男

性勞工容易向上及向下的高度的流動性，在微觀層面造成不碓定的階級位置，而

在宏觀層面則令香港出現滲透性的勞工階級結構，亦即勞工階級很易很上升成為

小資本家但同時小資本家亦很容易下降重新成為工人。 

謝國雄(1989)對台灣製造業中工人的階級流動作研究，他提出製造業工人由

「黑手」（工人）跳躍成為「頭家」（小廠家）後，由後由於流動途徑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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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頭家的意識複雜化。謝指出這階級上升的經驗有懷柔工人及製造對資本主義共

識的效果，因此有礙勞工階級的形成。 

我基本上同意謝氏的分析和論據，但我認為他所觀察的過程及所描述的發展

次序對香港的小廠家來說仍未完結。在八十及九十年代在去工業化及生產性資本

外移的環境下，香港的小廠家經歷更大的還原流動的趨向，他們被迫由僱主的身

份下降重新成為工人。以下我將透過安伯及旺兩個不同年代來港的新移民男性的

工作歷史，說明香港男工的高度向上及向下流動性及其不確定的階級位置。 

戰後第一代男性工人:安伯 

安伯 (個案 07,男/66) 在 1929 年於大陸出生，家裏務農為生。他十多歲開始

在鎮上的酒數當雜工。在 1948 年當他十九歲時，由於家裏窮困他便隻身來港。

安伯在來港的最初半年中只能間中做地盤散工，經常面對失業。由於他的收入不

夠開支，他唯有到同鄉會暫住，減省住宿的開支。安伯後來到一西式餐廳當學徒，

因為僱主可以提供食宿以解決他燃眉之急。 

安伯: 「我當時學做廚師，但廚師的工作很辛苦。我每天要八時開始工作一直至凌晨

二時，而且只做些雜活，無有什麼技術可言。」 

學師四、五年後安伯終於成立正式廚師。像其他不少香港工人，安伯會把握

每一機會提高收入及地位，轉去能提供較高工資及較高地位的企業工作。滿師一

年後，安伯便轉到另一餐廳工作，成為大廚，不但收入增加，權力亦明顯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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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伯: 「我加了人工。我有兩百元一個月，那時兩百元是一個大數目。而且我的工作

更重要，我可以自己請伙記。」 

香港工人經常會在職業的階梯中上上落落，安伯在成為大廚後一年，由於生

意不佳，僱主不斷作出投訴。他被迫自動離職，要轉到另一餐廳去，但今次卻面

對下降的命運由大廚變為二廚。安伯不但面對減薪，而且更要的是尊嚴受損。他

覺得作為二廚的工作無意義，因為「是人家話事」。安伯決定轉行重新到毛織廠

學師成為織毛衣工人。 

安伯: 「當時毛織廠很旺，我便去學師。我不但沒有人工，更要付出五百元的學師費。

兩星期後，我學完師便成為正式工人。但我的人工比我當廚師還要少。」 

成為「自己的老闆」 

安伯並非只想成為一般的毛織工人，而是希望成為「自己的老闆」。當他掌

握了毛織的技術後，便買了兩部新的毛織機。他亦教導妻子如何編織，兩人便在

家中成為外發工。安伯負責到大廠中取訂單，但他們並沒有聘請其他工人。但成

為「自己的老闆」可能比當受薪工人面對更嚴重的剝削。雖然安伯兩夫婦由朝做

到晚，而且亦要子女幫忙，但他們的收入僅足糊口。 

安伯: 「我早晨六七點便起床工作，一直至凌晨一兩點。我就是這樣工作，而且每天

如是。我亦教了兩個仔女如何織毛衣。雖然他們的年紀仍少，我的大仔當時讀

小學四年級。我們便是這樣辛苦地工作，真的很辛苦，你織一件才有一件的錢。」 

由於不能從一間廠中得到足夠的訂單，安伯要從由多間工廠中接單。但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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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三至四年後，安伯不能再接到任何訂單。他只好賣了兩部毛織機來渡過難

關。雖然成為「自己的老闆」可能面對更嚴重的自我剝削，安伯仍熱衷於成為自

僱者。他開始當小販賣一些乾果，但這向下的職業流動令安伯覺得「無面」。 

無面的行為：當街頭小販 

安伯: 「最初我不敢在街上賣東西，這很羞愧。因為我曾經是大廚，現在要淪落在街

頭賣東西。我不想讓人認到我，我覺得好無面。」 

安伯當小販最初賣乾果，然後再賣雪糕。賣雪糕的生意很好，令他們有積蓄

可以在屋　中開了一間小　檔。他和妻子一直沒有聘請員工，只是兩夫婦負擔所

有的工作成為自僱者。 

安伯在不同行業的轉變，而及在僱員及自僱身份中不停的轉換，這經歷是其

他在五十年代非技術男性勞工的典型職業生涯。他們經歷職業中向上及向下的流

動，亦在勞工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中的身份中不斷轉移，這令他們未有一確定的階

級位置。 

七十年代新移民：旺 

不單是五十年代的男工，七十年代來港的新移民男工亦有同樣階級位置不確

定的情況。旺 (個案 38, 男/42)在 1978 年來港，當時他二十多歲。他到過不同的

工廠如五金廠、塑膠廠中當非技術工人。最後他在一間絲印廠工作學識了製造絲

網及絲印的技術。在 1986 年當他有一定儲蓄時，旺便開了一間小山寨廠專為大



第二屆華人社會階層研究研討會 

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  黃洪 22/10/1999 頁23 

廠進行外判生產，主要是為電子表的表面進行絲網印刷。正如台灣所稱的「黑手

變頭家」，旺如不少香港的技術及半技術工人一樣努力地希望創業，脫離了工人

行列成為小僱主。 

旺: 「當時的電子業很旺，我們有很多訂單，在高峰期我們請了近二十個工人。妻

子亦辭去原本工廠的工作，全職協助打理。」 

但好景只維持了三四年的時間 ，由於電子表廠的生產搬到大陸，絲印的工

序亦交由大陸的工廠負責，旺工廠的訂單愈來愈少。旺與妻子唯有關閉工廠。旺

由小廠主的身分向下流動變成自僱的小販。為維持生活，旺到天光墟中販賣成

衣。為逃避市政署小販管理隊的拘捕，他需要在早晨七時開始賣成衣，但必須在

八時前停止。 

旺：「馬死落地行。工廠無生意，唯有學人去做小販。最初的生意不錯，不少從大

陸及台灣客大手買衫，但後來成衣漲價，顧客又多揀擇，收入愈來愈少，所以亦無法再

做小販。」 

旺唯有像來港初期一樣再回到製造業當非技術工人。當時他妻子剛生了第二

仔，所以要照顧孩子，旺需獨自負擔家庭。他在一間印布廠中當雜工，但不幸地

工廠要搬回大陸，旺在 1995 年被裁減，加入失業大軍。 

旺: 「又再次轉型。你必須不斷去找工作才能令你繼續工作。我去年才在印布廠中

工作，但它搬回大陸。無訂單，無收入，你一定要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旺認為製造業一定無前途，而他唯一的出路便是轉行到建造業，因為只有建

造業才不會搬回大陸。旺計算過如他當一個普通製造業工人每月最多賺到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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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建造業工人如加上加班的工資，月薪可以有一萬元以上。所以旺決定轉到

建造業去，但由於他並無任何技術或資格，旺只能當地盤雜工。但不幸地旺又面

對另一困難。當時機場輸入外勞計劃開始，令本地工人只能找到一些短期及臨時

的工作。  

旺: 「我只做了一個月的長工。之後我再無辦法找到長工。輸入機場外勞是主要的

原因，他們又平，又可以一次過請一大班人，工人又聽話，我們本地工人無辦

法同他們爭。」 

為了維持家庭的生活，旺並非就算是一兩日的工作亦願意去做，這是不少開

工不足的建造業工人的寫照。 

旺的個案顯示香港的男工可以很容易變成小廠家，但由於非工業化及生產資

本外移，作為專門承包大廠合約小廠商基本上沒有什麼生存的空間，有足夠資本

的小廠家就必須將生產基地轉到國內才能繼續生存，但有更多的小廠家則要關廠

及倒閉。這些小廠家唯有變回工人或成為自僱工。安伯及旺的例子顯示香港不同

年代的男性勞工均有向上及向下的高度的流動性，香港工人這種波動的流動經歷

在微觀層面造成不碓定的階級位置，而在宏觀層面則令香港出現滲透性的階級結

構。 

 

被破壞的階級組織:中程分析 

上文提到香港勞工階級的形成可說是一個未完成及不斷受干擾的過程。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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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會運動作為勞工階級的組織者受中國的政治所影響,其中

層的組織者不斷離開香港或工運的行列，令香港工運多次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

缺乏中層組織者令工會的基層組織弱化，缺乏廠部的組織及鬥爭經驗，是造成宏

觀上香港的勞工階級形成受干擾，而及在微觀上的階級意識不定型的重要因素。 

戰前香港工會運動受到中國革命、抗日戰爭及內戰影響，不少組織者選擇投

身國內的革命或抗爭而退出香港的工運，戰後則由於中國意識形態的轉變而導致

大量組織者離開工運。這些均是香港工會運動缺乏基層組織的原因。 

戰前：香港的中國工人的「退卻」戰略 

戰前香港主要的經濟角色是替代了廣州和澳門成為中國華南最重要的轉口

港。英國商業資本為要引入機動輪船，有必要在香港開設船塢以及附屬的機械工

業。太古、黃埔、海軍等這些大型船塢便在這背景下設立。這些大型企業的成立

亦同時孕育了香港第一代的勞工階級。除了船塢外，轉口貿易亦帶動了碼頭、倉

庫、及航運的發展。早在二十年代，香港機械工人、海員便曾組成強大及有組織

力的工會。 

二十年代香港工運的蓬勃發展，工人意識的高漲正如馬克思所言大規模的工

廠集中生產帶來了工人的集體意識，即現代資本主義「工廠化」帶來「無產階級

化」。而另一方面，這些資本均為英國殖民資本，這些商行的大班均為外國人，

在企業日常的運作中，這些外國大班對待本地工人的粗暴的管理方法，亦同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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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了工人強烈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的意識。當時香港便曾出現有廣泛勞

工參與，而且行動相當激烈的工會運動及大罷工。一九二二年有達十萬人參加的

「海員大罷工」及一九二五年有二十多萬人參加的「省港大罷工」。所以早期的

香港勞工階級曾有相當激進的意識及行動，其組織及動員能力亦相當強大。 

早期香港工運其實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工運有相同的特色－－有強烈的

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傾向。香港工運本身的性質可以說是民族解放運動而多

於是階級利益的運動，這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工運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作為民

族解放運動的一部份，香港工運自然深受中國政治發展所影響。省港大罷工的觸

發點便是上海的「五卅慘案」。所以作為香港勞工階級精英的工運領袖所關注的

更多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重點不是本身階級在香港的利益。這構成他們對中國

勞工階級的身份認同大於對香港勞工階級身份認同。 

另一方面，在基層勞工方面，在二次大戰前中港之間的邊境並無特別管制，

香港及中國居民均可自由進出。戰前在港工作的勞工，大部分來自中國廣東。他

/她們大多數是季節性或短期的「移民勞工」，只視香港為賺取金錢的地方，香港

這殖民地並非這些勞工落葉歸根、安身立命的地方。中國內地仍然是這些勞工的

家鄉及大後方。 

所以當這些勞工面對英國殖民政府增加壓迫時，他們每每以「回鄉」的方法

逃避，撤離香港返鄉居住。一方面這樣便可以免受殖民政府的打壓，另一方面又

可以此來打擊香港經濟，以表達不滿。1844 年反對人口登記。1858 年聲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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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法的戰爭。1884 年反對為法軍艦及法國人服務等都曾出現大量香港勞工回

國的情況（梁寶龍 1982)。這種「敵進我退」的策略以表示反抗和不滿是香港勞

工的一大特色。但這種撤退的策略亦令本地勞工階級的組織發展受到影響，有較

高階級意識及有較強組織能力的中層組織者，經常撤出香港逃回國內，令本地工

人缺乏組織者，容易令勞工階級再次成為一盤散沙。 

香港戰前最大規模的工人運動是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罷工期間香港大

批工會領袖及組織者亦採取上述撤退策略，回廣州堅持罷工，而當國共首次合作

北伐時，不少省港大罷工的參與者及領導者均參與北伐。本地工運便成為真空狀

態。港英政府亦趁機在一九二七年首次立法管制工會組織，制訂「非法罷工與閉

廠條例」(Illegal Strikes and Lockouts Ordinance)，禁止政治性的罷工，同時禁止

工會使用經費於政治用途。香港工運自始進入靜止期，勞工階級亦缺乏有效的組

織。 

總結而言，香港戰前的殖民地經濟孕育了香港第一代本土的勞工階級，但現

實上這一代香港勞工階級是中國勞工階級的重要組成部份，其主要的關切仍是中

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撤回中國的策略導致了本地勞工階級缺乏組織者，香港工運

缺乏組織者的問題一直延續致今，令香港勞工階級一直未能有清晰的階級意識及

集體的階級行動。 

受破壞的基層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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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香港工會運動積弱的原因，文化角度認為是傳統儒家價值觀的影響。但

我則認為文化角度的解釋很難說明很何在某些時期香港工人出現相當激進的意

識及行動如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或六十年代的六七暴動。我認為反而是由於工

會基層積極份子的離開，令工會缺乏基層的組織，從而令工人缺乏在廠部車間的

鬥爭經驗，組織者的缺乏亦令工人的利益無法被代表，亦無人進行動員及意識提

升的工作。這些因素均拖延了勞工階級的形成。 

以下我將透過對一工會領袖胡的訪問說明香港工會發展為何會缺乏組織

者。胡(個案 14，男/44)是一名建築工人，他於 67 暴動前夕加入左　工聯會的屬

會中，他積極了參加 67 年的「反英抗暴」11。 

胡: 「我當時有參加示威及遊行。因為我之前參加了工會，我受工會的宣傳影響。

我非常憤怒。因為我親眼看到英國佬如何打我們的人及如何將我們的人收監。」

當時我受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非常大的影響，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要做些事，我

們覺得應該推翻這個殖民地政府。」 

面對殖民地政府的暴力鎮壓，左派工會並不打算退卻或放棄，而是準備對

抗。而在抗爭中左派工會的工人亦發展某種浪漫革命色彩的「公社」。在抗爭中

他們同時發展出一套快樂的文化生活，在保護工會的同時，他們每晚均會跳舞、

唱歌或學習。這高度組織化的精神及政治化的議程顯示出勞工階級在殖民政府的

高壓下表現出的革命潛力。不少對香港工人政治無力感性格的研究似乎忽略了在

                                                 
11  港府稱之為「六七暴動」；左　參加者則不承認這是「暴動」，而是反對殖民地政府的暴行，

所以稱之為「反英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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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期中所呈現香港工人激進的可能性。 

胡: 「當時的殖民地政府非常壓迫，警察圍攻我們的工會，我們需要廿四小時輪班

守夜去保護自己的工會。我們住在工會的總部中去保護它。」 

在這場「反英抗暴」的運動中，不單勞工階級發展出深化的階級意識，亦出

現了激烈的階級行動。當時曾有數以千計的工會會員包圍著港督府，工人在港督

府的大閘上貼滿了一張又一張的大字報，要求政府道歉，甚至要撤出香港。在街

頭上亦出現真假的土製炸彈。在運動高潮時，甚至有傳言說解放軍經已準備開過

邊界解放香港。但這場被左　群眾期待的「解放」並沒有發生，據說是當時的中

國總理周恩來否決有關建議。這場抗爭最後被香港政府以暴力鎮壓下來，工會被

封閉，工會領袖被捕及判監。有些人甚至在被捕及獄中被虐打至死亡。 

1968 年工聯會要求會員復工。這不單是工聯會一次恥辱的失敗，對於會員

及積極份子來說更重要的挫敗，未能完成回歸社會主義祖國的夢想。意識形態的

失敗可以藉透過深化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及進一步的宣傳來化解。但組織上的打擊

則是長期和嚴峻的。在六七年之後，大部份公務員、公共事業及公共運輸公司的

基層工會活躍份子由於在暴動期間參與罷工，所以被政府及有關公司解僱及並列

入黑名單再不錄用。結果是工聯會喪失了大量在政府及大型企業的基層組織者。

傳統上在政府及大型企業中比其他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小企業有大比例的工人加

入工會，工會的基層組織亦較完善。是次組織上的失利標誌著工聯會的廠部基層

組織工作開始走向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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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工聯會在 1967 年受挫, 但其會員人數在七十年代卻有顯著的發展。這

主要是在七十年代初，工人參與工會有很高的政治熱情，透過政治學習對社會主

義祖國充滿希望及憧憬。但工人的政治關注主要集中於中國的政治狀況及及鬥

爭，而非針對香港的階級狀況及鬥爭。這令工聯會會員非常政治化，但關心的並

非是香港本地的政治議程。胡記起當他第一次參加回國的參觀學習團的感想。. 

胡: 「當你去到國營企業及集體企業時，我們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認為這才

是工人當家作主。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勝，資本主義社會必定要筒

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當時我們參加工會的一輩均有同樣的想法。除了參觀外，

我們又經常學習毛選及學習國內的政治運動，如批林批孔，反擊右傾反案風等

等」 

但到 1976 年四人幫被捕後，文革的意識形態被推翻，八十年代初毛澤東思

想逐步被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所替代，是非黑白要全部倒轉過來。這對左　工會中

的領袖及中層造成不可挽救的打擊。不少人感到迷茫甚至感到受騙而離開工會。

有些人則將過去的觀念完全倒轉，希望藉中國開放改革的機會，而自己成為資本

家。是次意識形態及組織的打擊將工聯會餘下的基層組織者差不多一掃而空。 

胡: 「我們可以說在八十年代之後無人關心工會的發展。會員積極份子不關心工會

的發展。你發展或關門只視乎彩數。不同層次的工會工會人員都是這樣狀況。

他們感到迷茫。」 

在八十年代初工會的基層組織經己比七十年代減弱，僅餘組織者的離開令工

會的廠部基層陷於癱瘓的狀況。缺乏工場層次的組織及鬥爭經驗令香港勞工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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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受到干擾。上述分析只集中對左　工聯會的分析，而沒有分析其他工會的

情況，但我相信上述對基層工會組織的觀察基本上反映整體香港勞工階級及工會

運動的情況。首先工聯會一直及仍然是香港最大的工會集團。其次工聯會的屬會

的歷史較其他工會長及有組織力。第三，工聯會屬會的基層工會組織比其他獨立

工會強。其他工會的基層工會組織比左派工會的狀況可能還要差。 

英國的基層工會的強大，工人經常主動地參與基層工會的會議，尤其是對與

資方談判有關工資及工作條件。這不單為工人提供與資方鬥爭的經驗，亦令工人

明白勞資之間的矛盾，所以英國工人有較明確的階級意識及更顯性的階級行動。

反觀香港的情況，由於工會缺乏基層組織，所以很多時並不時在工潮發生前掌握

有關事件，而很多時是在有工人投訴時或有傳媒報導才得悉事件的發展，工會缺

乏基層只能採取危機介入的工作手法，即是待有工潮發生時才派員跟進，危機過

後工會亦很少為參加者建立組織。危機介入的手法令香港工會未能深化工人的階

級意識，而是強化工人的不定型意識，令工人須到危機的時候如閉廠，離職的時

候，才考慮採取顯性的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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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認為香港的勞工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是一個受干擾(disrupted)的過

程及狀況。在宏觀層次，由於不斷的新來者處於勞工階級的底層，令香港勞工階

級未能形成一個穩定的結構。在微觀層次，由於傳統及非正規經濟的存在，以及

香港工人高度的向上及向下的流動性，工人的階級位置(class location)不確定

(uncertain)，亦因此形成滲透性(permeable)的階級結構(class structure)。本文亦特

別提出中程角度，認為香港工會組織者的消失及缺乏，令工人缺乏在工場的組織

及鬥爭經驗亦是令香港勞工階級形成受干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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